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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公立医院托管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蒲柳伊,史颖悟,段 然,余 杰,唐 荣,向雅诗,叶俊英△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院办公室 401147)

  [摘要] 研究新加坡公立医院托管模式发展过程,为深化落实我国公立医院改革,推进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落实提供建议。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新加坡公立医院托管模式发展过程与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现状进行分析。
提出加快推进管办分离、完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医联体内部管理,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健全公立

医院补偿机制、尝试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等启示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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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是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

点,2017年7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67号)
指出:“实行民主管理和科学决策,强化公立医院引领

带动作用”以及“资产多元化、实行托管的医院以及医

疗联合体等,可在医院层面成立理事会”等内容。卓

越、高效的医院管理模式,对于统筹卫生发展、提高卫

生服务效率、强化服务质量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
如何建立科学、高效的公立医院治理结构,是推进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关键,更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

要基石。新加坡自20个世纪80年代起,开始全面实

施公立医院改革,经历30余年的建设与完善,公立医

院治理体系已相对成熟化。本文就新加坡公立医院

改革中,医院托管模式发展进行分析,旨在为完善我

国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推进公立医院管办分离提

供参考。
1 医院托管的概念

  医院的托管是指公立医院产权所有者将医院的

经营管理权交由具有较强经营管理能力,并能够承担

相应经营风险的法人或自然人经营。通过契约形式,
 

受托方有条件地管理和经营委托方的资产,
 

并实现资

产的保值增值[1]。
2 新加坡公立医院托管模式的发展

2.1 托管模式雏形期

  在新加坡独立20余年后,1983年,第一个医疗卫

生改革方案———《国民健康计划》(National
 

Health
 

Plan)出台。此计划深刻显示了新加坡政府全面改善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决心[2]。1985年新加坡卫生部

成立了非营利性的新加坡健康有限公司(Health
 

Cor-
poration

 

of
 

Singapore,HCS)[3],各医疗卫生机构均托

管于该公司。由此,公立医院的管理权从政府有效分

离,自主经营权则得到保留。

新加坡健康有限公司拥有自己公司的董事会,卫
生部是其唯一股东。公司管理的全部公立医院拥有

自己的董事会和院长,这些人员均由政府任命。同

时,公立医院被授予人员招募、薪酬设定及资源调配

等自主经营权。新加坡健康有限公司对医院进行管

理,医院管理层也对公司的董事会负责并遵守商业会

计准则和程序[3]。
改革后,公立医院的经营自主权得到下放,为追

求经济效益各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及服务效率得到

飞速提升,但由于医院过度关注效益回收,全额自费

与高比例自费服务项目的过度供给,造成医疗费用急

速增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公立医院被认为

过分地趋利,损害公众利益,普通国民“看病贵”成了

一大难题,医疗支出也快要成为国家及国民都无法承

受的负担。
为了让中低收入群体也能看得起病,新加坡政府

成立了一个部长级委员会,探讨政府如何控制成本、
限制补贴和保证医疗服务质量。1993年委员会以白

皮书形式发布了《可负担的医疗》(Affordable
 

Health
 

Care)。在白皮书中特别强调了医院必须规范医疗费

用,并控制医院的床位数及医生数量[2],在医院费用

控制中,政府明确控制公立医院全额自费与高比例自

费的A级病房床位数;并严格规定每位患者的人均费

用标准,从源头限制了医院收入上限。在资金补偿

上,政府取消了过去使用的定额补偿方式,采用补偿

实际服务单位量,鼓励公立医院向C级和B2级病房

的患者提供服务。新加坡病房根据舒适度和政府补

贴分为五个等级:A、B1、B2+、B2和C,其中,A类病

房患者自费比例最大,C类病房最低。A类病房为单

间,配有洗手间、空调且可选择私人医生治疗。C类

病房有8~9个床位,为公用洗手间,无空调,治疗的

医生则由医院分配[2]。在医生数量控制上,政府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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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限制医学院的招生名额来控制医学生人才输出,以
限制服务供给量。

新加坡健康有限公司的成立,使公立医院的管理

权从政府有效分离,但公立医院被“放权”后,因过度

向市场化倾斜,盲目逐利,导致过度服务。要保证医

院的公益性,政府的干预是必不可少的,委员会则有

效发挥了政府“有形的手”作用,以成本控制,补贴服

务量为切入点,为公立医院改革发展提供方向。
2.2 托管模式发展期

  为进一步整合医疗资源,完善各级医疗机构转诊

制度,保证医疗服务连续性,新加坡卫生部于1999年

将公立医院分别重组到位于西部的国立保健集团

(National
 

Healthcare
 

Group)和东部的新加坡保健集

团(Singhealth)中,以代替新加坡健康有限公司。两

大医院集团同样是完全由卫生部控股。
重组后,卫生部对两大集团直接监督管理,行使

包括公司组织章程修订、发行新股票和贷款、新增子

公司、医疗收费的调整、公司资产变更、公司终止和解

散、公司董事和首席执行官聘用及委任等监督管理

权[4];同时也对公立医院行驶监督管理及重大决策等

权力,具体表现为规定医院病床总数和不同级的病床

数量,制订各级病房服务标准、医院所能执行的最高

收费标准,医院资金的拨付,严格把控专科部门发展

和新医药科技引进等,并采用商业审计法监督医院的

财务状况、监督医院的多样化经营活动。
在托管模式发展期中,公司化使两大医疗集团及

其所属医院享有经营自主权,集团其内部已建立有完

善的管理体系;以新加坡保健集团(Singhealth)为例,
其集团下设有董事会、职能委员会、管理层。董事会

主要决策公立医院存在的重大问题。董事会下设多

个职能委员会,包括审计委员会、员工委员会、资产管

理委员会等。职能委员会即行使行政中枢职责,在管

理方采取任何重大举措之前,需把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提交给相关委员会进行审议、决策,然后由委员会将

其决定提交给董事会作最终决定。管理层包括行政

总裁,主要承担负责集团的日常管理,副总裁职位负

责监管研究和教育、诊疗服务和资讯,以及集团下属

的医院院长、首席财务官、集团首席运营官等[5]。集

团作为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拥有更多的医疗投入和

产出控制权,对医院收入结余的更大支配权,但也要

对医院经营损失负责。集团内的公立医院可双向转

诊,有效实现资源共享,以避免资源浪费,而隶属不同

集团的公立医院则存在良性竞争,以提升医疗服务质

量。公立医院则以卫生部制定的政策为依据,在公司

法的规定下自行运作和管理,其内部设有由各方面代

表组成的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作为医院决策机构

负责制订医院发展规划,对基建项目、服务价格、床位

及高价设备购置等重大决策形成集体决议,并且董事

会按照商业标准和审计准则对院长进行考核,组织患

者和社会对医院管理和医疗质量进行评估通过组织

结构形成对医院内部管理层的有效制约。
公司化的建立厘清了三方权责,于政府,其明确

划分了自身与公立医院的权责范围,涉及医院经营管

理并能够依靠市场机制解决的事情放权给医院,涉及

医院发展及影响公众利益的权力仍保留在政府[4],确
保不越位、不缺位;而集团的设立,将公立医院进行了

纵向一体化整合,为实现医疗资源、信息共享搭建了

良好的平台,在处理下属公立医院重大问题上起到了

指导作用,同时,两集团的设立也有序构建了医疗服

务市场的竞争机制,保证了医疗服务质 量 的 不 断

提升。
2.3 托管模式成熟期

  由于新加坡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慢性病患者逐

年增多,为让分级诊疗服务得到充分的实施与利用,
2012年新加坡政府按地区将公立医院划分、重组到了

6个医疗集团中。每个集团依托一家地区性医院,与
各种初级医疗、中级医疗及长期医疗服务机构协作形

成内部医疗联合体,提供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
6个集团中,每个集团依照公司法,组成股份有限公

司,又归属于卫生部管理[5]。
与发展期托管模式不同的是,这次层级划分更加

明确,卫生部主要为国家医疗卫生发展战略提供方

向,为医疗卫生系统制定卫生信息技术框架,对人才

资源管理拟定框架[6],为医院未来信息、人事的发展

提供更加系统、规范的管理。而6个地区性集团均延

续发展期中两大医疗集团的管理模式对下属公立医

院进行管理。
根据新加坡卫生部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5

年,卫生部管理有16家公立医院,其中,有6家为综

合性医院,1家为妇女儿童医院,1家为精神病医院,
另外8家则为肿瘤科学、心脏病学、眼科学、皮肤科

学、神经病学、口腔学等国家专科护理中心[7]。
另外,卫生部设立有卫生科学管理局(Health

 

Sciences
 

Authority)、健康促进委员会(Health
 

Pro-
motion

 

Board)、新加坡医药理事会(Singapore
 

Medi-
cal

 

Council)等进行健康相关产品、健康推广与疾病预

防、注册医师职业行为规范监督。且所有公立医院均

接受第三方机构美国医疗机构评审联合委员会(Join
 

Commission
 

on
 

Accreditation
 

of
 

Healthcare
 

Organi-
zat

 

ions,JCAHO)的资格认证并接受年审[2]。
3 我国公立医院托管模式探索

  近年,我国部分地区尝试探索建立了公立医院托

管模式。以镇江市为例,2009年9月江苏省镇江市作

为全国17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之一,对我国公

立医院治理结构进行了创新。其组建了以镇江市第

一人民医院为核心,以专科医院、社区医疗服务机构

为成员的江苏康复医疗集团。另外,镇江市中医院、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及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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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管理的方式加入了江苏江滨医疗集团[8]。这两

个集团通过推行法人治理,明确公立医院产权,着力

理顺政府与医院之间的关系,有效实现了经营权与所

有权相分离[9]。但由于集团内部机构与上级管理部

门的责、权、利划分还不够明确。集团运行缺乏人事

制度、干部管理、医保政策、补偿机制等配套政策;同
时,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小,集团的利益机制也尚未形

成,各层级医疗机构管理体制与目标均存在差异,导
致集团沟通效率低下,协调性较差[10]。因此,如何把

集团运行实体化、托管机制普及化成了建立此类公立

医院托管机制的难题。
4 新加坡公立医院托管模式的启示

  新加坡其通过对医疗资源的重组和融合促进了

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增强了医院的经营管理能力,
提升了综合竞争力,同时也重新明确了政府在医疗服

务中的定位,建立了适应国家自身发展的医疗机构管

理体制,为我国构建职责明晰、结构合理、管理有序、
运行高效的公立医院管理体系有启迪意义。
4.1 加快推进管办分离

新加坡的公立医院托管在雏形期就已明确了公

司化(法人化)的设定,在不改变公立医院国有制及公

益性的前提下,通过赋予医院独立经营权,完善法人

治理,提升管理效率,将医疗服务推向市场,促使服务

质量提升。在我国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还存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界限不清,政府举办和监管公立医

院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位、越位现象,大部分的公立医

院存在自主权未能有效落实,以及管理粗放等问题。
我国与新加坡不同,在政府和公立医院间,并未建立

统一的托管机构,我国的医院托管多以自发组织的医

联体集团为枢纽,以片区为范围探索发展,集团内部

管理体制如何建设、管理也暂无统一标准。《建立现

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出台标志着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正在由形成框架转向制度建设,因此,在政府层面,
仍然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做好管办分开的“推手”,将
“宏观调控”细化和量化到现代医院管理中,规范医院

自主经营权,在医院内部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
改革医院人事制度等,以完善医联体集团、医院自主

经营的相关配套政策及管理标准,推动公立医院的管

办分离落地。
4.2 完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

  目前,我国部分公立医院已着手建立以决策层、
管理层和监督层为主要框架的现代医院法人治理结

构,其通过理事会、监事会引进人才,扩大公众参与决

策和监督,促使医院提高公益服务质量和效率。政府

也尝试以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加强医院资产管理的方

式推进各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医院对于理事

会、监事会均根据地区、医院发展实际设立,无标准化

规定与程序,自主性较强。类似于新加坡以集团治理

为核心的企业托管模式,法人治理结构下的董事会、

股东会及监事会管理架构还很难找到。因此,明确法

人治理结构设计原则,制定内部理事会、外部理事会

及监事会组成的统一标准,明确分工与职责,是推进

公立医院公立医院管办分离的基础。
4.3 规范医联体内部管理,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

  在医联体中,紧密型医联体和松散型医联体根本

区别是由权责归属、运行机制决定。紧密型医联体是

指对所有医疗机构的人、财、物实行统筹管理,形成一

个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松散型医联体则是一

种以松散式或契约式的纵向医联体模式,该模式以管

理和技术为连接纽带,以一家三级医院为核心,联合

二级和基层医疗机构。现我国大多医联体则为松散

型医联体,主要以章程为统领,以管理、技术为连接纽

带,在资源整合方面,医务人员在医联体内柔性流动,
以信息化为基础,开展检查检验结果共享互认、预约

诊疗、双向转诊等[11]。现大多松散型医联体内部没有

良好管理模式的支撑、经济的统一管理权限,在这种

情况下,需要政府让出部分行政权力给医联体核心医

院,使其对医联体内部取得较强的制约管理作用、引
领作用及内部行政管理和分配作用。新加坡的医联

体集团属于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其以托管集团为利

益、责任共同体,形成了资源纵向整合,最终形成了成

熟化的公立医院管理体系。我国在松散型医联体较

多的现况下,各省、市、地区可考虑根据现状做进一步

纵向整合,构建紧密型医联体,有效整合不同医联体

内的医疗资源、信息共享等资源,让全地区的三级医

院、二级医院和一级医院的联系更紧密、更有组织性,
充分发挥三级医疗互补作用。
4.4 健全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新加坡在建立托管医疗集团后,政府人头根据改

革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从宏观切入,制定相应政策,不
断完善财政补偿机制,并按照不同种类服务,采用病

历组合和全额拨款相结合的混合支付方式,建立了合

理的激励机制。但我国以财政补偿方式改革的试点

城市较少,多以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总额预付等

多种预付制方式改革为主[12]。为了更有效地推动公

立医院,政府仍需加大财政补偿力度,不断健全医疗

服务价格调整机制,形成科学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体

系,进一步发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激励作用,落实好

医保基金结余部分留用,以提高公立医院控制成本的

积极性。
4.5 尝试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

  新加坡将公立医院的审查交由第三方机构美国

医疗机构评审联合委员会,其对公立医院的服务与管

理做到了全面监督。我国公立医院的监督仍然主要

采用卫生行政部门主管以及其他部门联合实施。虽

然,政府有责任监督医院,如准入把关和价格指导等,
但在医院的服务水平评估等指标上,可分配至统一的第

三方监督机构,并按照综合医院、专科(下转第6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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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才具有极为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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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分类,分别设立统一标准,对公立医院进行评估。
这样可明确将公立医院的管理与监督权力分离,也让

社会机构能更公平、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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